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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6 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关于南沙群岛有关海洋地物法律地位的认定，是该裁决最受质疑的结论
之一。本文聚焦“仲裁庭”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第 1 款和第 3款时的证据处理，结合国
际法上有关证据采信的一般法理、国际法院相关判例以及“仲裁庭”《程序规则》，比较其在认定“高
潮地物”与“岩礁”时采用的证据标准。研究发现，“仲裁庭”在适用第 121 条第 1 款时较为重视证据
的相关性、可靠性、证明力及相互印证；在适用第 3款时，却在未作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转向以历史材
料为中心的证据评价方法，对当代证据及相反材料未作充分审查，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具有决定
性影响的事实认定。上述做法导致证据评价标准前后不一，超出合理裁量范围，使有关海洋地物法律地
位的认定缺乏充分、连贯的事实基础。由此形成的裁决结论难以成立，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主要观点
	• 国际法上的一般法理、国际法院相关实践以及《程序规则》均要求裁判机构依照适当证明标准，
综合评价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和证明力。在适用第 121 条第 1 款时，“仲裁庭”基本遵循了这
些要求。
	• 在适用第 121 条第 3 款时，“仲裁庭”无合理说明地背离前述方法，过度依赖历史材料，弱化乃
至排除当代证据的证明作用，且未对相互矛盾的证据作综合评判，导致证据标准前后不一。
	• 在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庭”本应强化对事实基础的审查，却在海洋地物法
律地位认定中片面取证，推理过程存在明显跳跃，超出合理裁量边界，致使有关结论与客观事实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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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作出实体裁决，其中关于南沙群岛有

关海洋地物法律地位的认定广受质疑。既有研究主要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121 条的解释、仲裁管辖权和程序正当性等方面指出裁决存在问题，也有研究揭示“仲裁庭”在证据处
理上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动替代菲律宾搜集证据、接受逾期提交材料以及采纳相关性或证
明力不足的证据。1相较之下，“仲裁庭”在适用第121条第1款与第3款时是否采用一致的证据评价标准，
仍有进一步梳理和检视的必要。
证据采信是裁判机构依据适用规则对证据资格、证明力及其能否支持待证事实作出判断的过程，既

涉及证据是否可采，也涉及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和证明力。本文以“仲裁庭”适用第 121 条第 1 款和
第 3款的证据处理为中心，结合国际法上的一般法理、国际法院相关实践及《程序规则》，比较其在不
同待证事实下的证据评价方法，进而判断相关事实认定是否达到《公约》附件七关于缺席审理所要求的
事实与法律基础。
本文认为，国际法院相关实践为海洋地物法律地位认定提供了可参照的证据标准。“仲裁庭”在适

用第 121 条第 1 款、判断有关地物在高潮时是否露出水面时，实际上接受并运用了这些标准；然而，在
适用同条第 3款、判断有关地物能否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时，却未作合理说明即背离先前
方法。证据标准的切换直接削弱了事实认定的可靠性，也使裁决结论失去充分的事实基础。

海洋地物法律地位认定中证据采信的 一般法理与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国际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对证据与证明的成文规则相对简略，并在证据采信方面享有较

大裁量权。但自由心证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取舍证据。善意原则、司法公正和当事方平等，均要求裁判
机构以中立、连贯的方式评价证据；对同类待证事实采用明显不同的证据标准，尤其需要给出充分理由。
从国际司法实践看，证据评价通常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举证责任，原则上遵循“谁主张、

谁举证”；二是证据资格，即有关材料是否具有可采性；三是证明力，即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待
证事实。国际法院在自由评价证据（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的同时，通常综合考量证据的相关性、
可靠性、客观性或中立性，以及来源和形成过程。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也是判断事实是否成立的重
要因素。
国际法院虽不受严格的“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约束，但出于司法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的要求，

1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75-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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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规则等程序性问题通常保持基本一致；只有在继续沿用既有做法可能导致明显不公时，才有理由
作出偏离。对于一方不出庭的案件，这一要求更为重要。《公约》附件七第 9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
决前，不仅须确认其具有管辖权，还须确认有关主张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有根据。2因此，中国不接受、不
参与仲裁并不意味着“仲裁庭”可以降低证明要求，反而要求其对单方提交或自行搜集的材料进行更加
审慎、全面的核验。“仲裁庭”《程序规则》关于一方不出庭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要求。3

在证明标准上，学界对于缺席审理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还是“优势证据”存在不同认识。但无
论采取何种表述，事实结论至少应由较为充分且总体指向一致的证据支持。对于含义模糊、来源存疑或
相互冲突的材料，裁判机构不应从单一证据直接推导决定性结论，而应结合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就《公约》第 121 条所涉海洋地物法律地位而言，国际海洋法法庭尚无直接适用该条作出系统认定

的案例；除“南海仲裁案”外，附件七仲裁实践也较为有限。因此，国际法院在相关领土与海洋争端案
件中的证据处理构成重要参照，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2001 年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议案，以及
2012 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双方均提交了历史资料和专家意见。国际法院没有逐项回应全部材料，而是

重点比较双方专家意见的论证基础和相互关系。由于卡塔尔一方的专家意见既未充分否定巴林专家意见，
也未提出足以支持相反结论的论证，法院最终采纳了巴林专家意见中能够得到现有证据支持、且未被有
效反驳的部分。4这一做法表明，在证据存在分歧时，法院倾向于依赖经核验且未被有效反驳的材料，而
非在证据不足时扩大推论。
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双方提交了历史资料、海图和专家实地勘测报告。国际法院对年代久

远且与待证事实联系较弱的材料持审慎态度，并指出海图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航行安全，其对海洋地物
法律地位的证明力有限。相较之下，法院更重视基于实地观测和科学评估形成的当代证据，同时仍通过
比较双方复核结果，对专家报告的结论进行审慎验证。5

由此可归纳出三点可供参照的证据方法：第一，对明显缺乏相关性或可靠性的材料不赋予决定性权
重；第二，在证明力比较上，原则上更重视形成时间与待证事实较为接近、形成过程透明且可核验的证据；
第三，在证据相互冲突时，应优先依赖能够相互印证、未经有效质疑或为双方共同承认的部分。上述方
法与“仲裁庭”《程序规则》关于证据的基本要求 6并不矛盾，也构成检视其证据采信是否前后一致的基准。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 9 条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求仲裁法庭继续进行

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
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

3　《程序规则》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依据《公约》附件七第 9 条，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
请求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法庭在作出
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

4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Merit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1, pp.99-100, paras.195-197. 

5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p.644-645, 
paras.35-37.

6　《程序规则》第 22 条规定：“1. 争端各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或抗辩所依据的全部事实。2. 仲裁庭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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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在海洋地物法律地位认定中的 证据采信矛盾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围绕 10 个海洋地物提出第 3 至第 7 项诉求，但裁决实际涉及的地物

远不止于此。“仲裁庭”将审查范围扩展至整个南沙群岛的所谓“高潮地物”，并据此判断这些地物是
否能够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理解其证据处理方式，有必要先说明其认定路径。
“仲裁庭”在《公约》所称“低潮高地”之外，使用了“高潮地物”（high-tide features）和“水

下地物”（submerged features）等表述，并将“高潮地物”进一步区分为“岩礁”（rocks）与可产
生完整海洋权利的岛屿（fully entitled islands）。其认定采取“两步走”：第一步适用第121条第 1款，
判断有关地物在高潮时是否露出水面；第二步适用第 3款，判断已被认定为“高潮地物”的地物能否维
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在第二步中，“仲裁庭”并未逐一审查南沙群岛全部地物，而是选取太平岛等 6个面积较大的地物

进行判断。其推理是：如果这些较大地物均属于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岩礁”，则面积更小
的地物更不可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正是这一推理，使对 6个地物的证据评价成为整个南沙群岛
法律地位认定的关键。
从来源看，“仲裁庭”使用的证据大致包括三类：第一，菲律宾提交及补充提交的卫星图像、海图、

航路指南、航海手册、历史与人类学资料以及地理和水文资料；第二，虽非中国主动提交，但被“仲裁庭”
纳入审查的中国政府公开声明、外交信函、海图和航路指南；第三，“仲裁庭”自行搜集的英国、日本
测绘资料及法国有关档案材料。从类型看，主要包括书面证据和专家证据，其中相当一部分书面材料属
于历史证据。以下比较“仲裁庭”在适用第 121 条第 1 款和第 3款时对这些材料的不同处理。
（一）适用第 121 条第 1款：重视近期证据与相互印证
第121条第1款的待证事实，是有关地物在高潮时是否露出水面。对于菲律宾诉求涉及的10个地物，

“仲裁庭”主要审查卫星图像、海图、测绘记录和航路指南。其认为卫星图像存在精度局限，难以单独
证明地物在高潮时的状态，因而转向其他资料。由于菲律宾提交的海图同样不能提供充分信息，且未提
供部分海图的原始图件，“仲裁庭”又自行查找英国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形
成的测绘资料。7

一切适宜措施查明案件事实，必要时可赴案件所涉地域实地勘验；各方应为仲裁庭勘验提供一切合理便利。3. 书面诉
状应当附带用以佐证诉状所载事实的全部文件及其他证据；各方应尽可能在提交诉状、答辩状时一并提交全部书证材
料。4.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六条之规定，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任何阶段，均可要求各方在指定时限内提
交文件、证物或其他证据材料。5. 各方若拟传唤事实证人或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应随书面诉状一并提交对应证人的书
面证词、专家鉴定意见书。6. 各方提交给仲裁庭作证的证人（含专家证人）可为任何自然人，即便该自然人与仲裁当
事方存在任何利害关联，不影响其证人身份。7. 证据的可采性、关联性、实质性及证明力大小，均由仲裁庭作出最终
判定。”

7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s.326, 329-331. 



“南海仲裁案”裁决中的证据采信问题及其法律影响

05

在比较不同证据的证明力时，“仲裁庭”明显重视较新的资料。以西门礁为例，英国和日本的早期
材料未记载西门礁在高潮时露出水面，而 2005 年中国海图载明了有关露出水面的信息，“仲裁庭”据
此认为中国海图作为更近期的证据具有优势。8

在证据存在冲突时，“仲裁庭”还强调相互印证。以东门礁为例，日本海图将其标为高潮地物，但
中国海图并未作相同标示，且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仲裁庭”因此没有仅凭日本海图作出认定。9类似做
法在其他地物的审查中亦有体现。
可见，在适用第 121 条第 1 款时，“仲裁庭”至少遵循了两项较为审慎的证据方法：一是比较证据

形成时间并重视较新的材料；二是在证据冲突时要求关键结论得到不同来源证据的相互印证。这与国际
法院相关实践总体一致，也为评价其适用第 3款时的证据处理提供了参照。
（二）适用第 121 条第 3款：证据标准发生实质转变
在审查有关地物是否具有“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能力”（以下简称“维持能力”）时，

“仲裁庭”的证据方法与适用第 1款时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历史材料，以及未对全部证据进
行综合审查。
第一，“仲裁庭”赋予历史证据过高的证明价值，并实质上排除了当代证据的证明力。“仲裁庭”

认为南沙群岛有关地物已受到严重人为改变，历史记录比反映现状的材料更能说明其自然状态，因而提
出以反映“原先状态的最佳现有证据”（best available evidence of the previous status）作为证据
筛选标准，并据此采纳大量历史文件。10问题在于，这一标准并未被一致适用，也未得到充分论证。
“仲裁庭”在适用第 1款时也曾以“严重人为改变”为由寻找反映原始状态的资料，但当时并未排

斥当代证据；相反，它曾以中国较新的海图否定或修正早期测绘材料。在适用第 3款时，“仲裁庭”却
转而主要依赖有限的历史记录，对台湾地区有关方面以“法庭之友”名义提交、反映太平岛当代状况的
资料未作实质审查。相同理由在两个阶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证据后果，“仲裁庭”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说明。
历史材料并不当然比当代证据更有证明力。“仲裁庭”所采用的“静态解释”（static interpretation），

实际上假定海洋地物的维持能力在某一历史时点已经固定，且不会随环境、技术和人类活动而变化。这
一假定难以成立。海洋地物的自然条件可能因气候和生态变化而改变，人类利用方式也可能随技术进步
和社会发展发生变化。历史材料能够说明特定时期的状况，却不能当然替代对当代条件的考察。田中嘉文、
乔纳森·查尼等学者均指出，海洋地物的维持能力可能随时间变化；11伊里尼·帕帕尼科洛普鲁则批评该思
路将《公约》规则“冻结”在过去，忽视技术进步和国家实践对条款解释的影响。12

8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354. 
9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358. 
10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306.
11　See Yoshifumi Tanaka, Reectio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21(3)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Merits),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17, Vol. 48, Issue 3-4, p. 369; 
Jonathan I. Charney, Rocks that Cannot Sustain Human Habi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Vol. 93, Issue 4, pp. 867-868.

12　See Irini Papanicolopulu, The Land Dominates the Sea,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Zoom-in, 2018, 
Vol. 47,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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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条第 1 款和第 3款的待证事实也并不相同。第 1款关注地物在高潮时是否露出水面，主要反
映其自然物理属性；第 3款则涉及“人类居住”和“经济生活”，不可避免地包含人类利用和社会经济
因素。因此，即使当代证据因人为改造而需要谨慎评价，也不能据此将其整体排除。更何况，“仲裁庭”
采纳的历史资料本身亦包含外来作物引进等人类活动改变生态条件的信息。
此外，“仲裁庭”没有明确界定何为“严重人为改变”，只列举了配套设施和简易机场建设改变地

物形态的例子。这类改变与第 1款所关注的物理状态联系较为直接，但何种改造足以在第 3款意义上导
致反映有关地物维持能力的当代证据失去价值，仍缺乏可操作标准。若不区分改造类型、程度及其与待
证事实的联系，便难以据此全面否定当代证据。
第二，“仲裁庭”未对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部分事实推论超出了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以太平

岛为例，“仲裁庭”从淡水、植被、土壤、渔民和商业活动五个方面审查英国、日本、法国和中国等来
源的材料。13相关证据总体上表明太平岛具有一定维持能力，但“仲裁庭”仍将这种能力概括为“有限”，
却未说明何种标准构成“有限”，也未解释为何这一判断足以否定第 3款所要求的能力。
关于“渔民的存在”，“仲裁庭”认定以捕鱼为生者人数有限，但其引用材料中只有两处给出 4人

和 5 人的具体数字，其他材料则使用“多数”“许多”等表述，或列举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员。14证据本
身并未形成清晰、统一的人数结论，“仲裁庭”却据此作出决定性评价，推论链条并不充分。
“仲裁庭”还多次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的表述，从“未被充分证明”直接推导为“事实不

存在”。例如，它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南沙群岛长期无人居住的现象是外部干预所致，但其已掌握的材料
涉及 1933 年法国侵占太平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占领以及太平岛遭受轰炸等事实。15这些外
部事件至少可能影响持续居住状况，理应纳入因果分析，而不能被排除在证据评价之外。
同样，台湾地区有关方面于2016年 3月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列举了39项材料，其中包括地质、

土壤、水质和植被调查报告，用以证明太平岛具有维持人类居住及其本身经济生活的条件。16“仲裁庭”
最终仅提及菲律宾对此的态度，既未对这些材料作出实质回应，也未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面对可能影
响结论的相反证据，沉默本身不能替代证据审查。
国际司法机构在证据相互矛盾时，通常会比较其来源、形成过程和可靠性，并优先依赖能够相互印

证或未经有效质疑的部分。在一方不出庭的情况下，《公约》附件七第 9条和《程序规则》的要求也并
非降低举证门槛，而是要求“仲裁庭”主动确认相关主张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有根据。然而，“仲裁庭”
在未全面评价现有材料的情况下，依据片面信息作出关键事实推论，既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也存在明显
的推理跳跃。

13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s.580-614.
14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s.598-601.
15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Judgment of 12 July 2016, paras.608, 612, 622.
16　中国法学会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研究小组：《中菲“南海仲裁案”证据研究报告》，中国法学会网站，2016 年 7 月 8 日，

https://www.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0574.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7 月 24 日。

https://www.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0574.html


“南海仲裁案”裁决中的证据采信问题及其法律影响

07

结论
综上，“仲裁庭”在适用《公约》第 121 条第 1 款时，较为重视新近证据、证据相关性以及不同来

源的证据相互印证；在适用同条第 3款时，却在无充分说明的情况下转向以历史材料为中心的证据方法，
完全排除当代证据，未对相互矛盾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判，并多次从“缺乏证据”直接推导“事实不存在”。
这种证据标准的切换，不仅破坏了裁判方法的一致性，也未满足一方缺席时应有的审慎审查要求。就太
平岛等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而言，相关结论缺乏充分、连贯的事实基础，已超出合理裁量范围。以此为
基础形成的裁决结论难以成立，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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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及报告简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认定的首批 14 家“2011 协同创新中心”之一。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7 月，由南京大学牵头，在外交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支持下，联合中国南海研究院、海
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组建。中国南海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实现南海权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多学科协同创新为主体，
以“文理—军地—校所—校校协同”为路径，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全面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服
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
 “海洋安全与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海洋安全与发展”研究报告创刊于 2022 年 6 月，旨在打造国内最具

权威性、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涉海问题智库政策研究报告品牌。本系列报告将突出权威性、动态性和前
瞻性，围绕涉海事务中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海洋战略、安全、法律和发展问题，提供深度分析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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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助理、本期编辑：王钰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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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 加速捆绑：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菲关系的动向和前景 杜兰
第 4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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